




















和政策 ,通过“一对一”的双边谈判方式确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法律关系 ;相应地 ,传统的
国际经济条约多表现为双边条约。最典型的是所谓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此类双边条约曾
是各国处理相互间商务关系的最主要条约形式。以美国为例 ,从 1778～1966 年 ,共对外缔结
了 130 多项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 〕然而 ,这种经双边谈判形成的国际经济条约架构 ,存在着明
显的缺陷 :
1. 通过双边谈判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缺乏稳定性 　就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而言 ,




〔1 〕 参见 H.J . Steiner & D. F. Vagts : Transnational Legal Problem ,3rd ed. , The Foundation Press , Inc. , 1986 , pp . 637 -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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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双边谈判难以形成完整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在双边层面上 ,最终需要编织一个
庞大的双边经济条约网络 ,才能全面地处理各国之间的经济法律问题 ,在实践中 ,这是难以企
及的。仅以国际投资领域为例 ,从 1959～1996 年上半年 ,世界 158 个国家共缔结了 1 160 项
双边投资条约 ,其中近 2/ 3 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订立的。就这一现象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
《1996 年世界投资报告》曾精辟地评价道 :“一个完整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的形成大概需要 2
万个双边投资条约 (将花费许多年的谈判时间) ,这不但不能缓解问题 ,反而会使问题趋于恶
化 :如此广泛的网络给 (来自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投资者以及各国政府带来的分歧、繁琐和
不稳定 ,将变得更加严重 ,处理它们将需付出更高的成本 ,包括增加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和加大
在一些国家投资的风险。”〔4 〕
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在世界经济尚未进入全球化的阶段 ,多国间的经济联系也不可能被完
全割裂。所以 ,各国在通过双边途径处理对外经济法律关系时 ,在双边经济条约的架构内 ,势
必得考虑多边的因素 ,其中 ,联系各双边经济条约的纽带就是最惠国待遇条款。然而 ,近代各
国普遍使用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 ,虽然强化了其将双边法律关系“多边化”的功能 ,但有时










〔5 〕 参见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 (Overview) ,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 1998 , p . 8. 参见杰克逊等 (J . H.
Jackson , W.J . Davey & A. O. Sykes , J r. ) : Legal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 West Publishing Co. ,
1995 , pp . 438 - 440。有关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多边化效应”的局限性 ,例见 ,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史上 ,从第 1 回
合 (日内瓦回合)到第 5 回合 (狄龙回合) ,就关税减让一直采用的是“双边谈判 ,多边适用”的方式。在这种“产品对产
品”的谈判方式下 ,谈判的任务主要由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来承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 ,再通过关贸总协定的最惠
国待遇原则 ,将谈判结果扩大适用于全体缔约方。该方式把关税减让谈判集中于主要进出口方之间 ,虽然加快了谈
判的进程 ,但是 ,一缔约方如果就某产品大幅度减让关税 ,而使所有的其他缔约方受益 ,在其他缔约方就另一些产品
谈判减让关税幅度不大的情况下 ,那么 ,就会造成缔约各方之间利益的不平衡 ,以致最终形成各谈判国都不愿作出让
步的僵局。为了打破这一僵局 ,从第 6 回合 (肯尼迪回合) 开始 ,关贸总协定改用了“直线减让关税”和“调和减让关
税”等多边谈判方式。
引自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 ,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 1996 , p . 166.
所谓的“第三国居民套用税约”,是指第三国居民通过在某一特定税收协定的缔约国一方设立中介机构 (通常是一家
子公司) ,间接取得本无资格享受的该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详见朱炎生 :《第三国居民套用税约的法律管制措
施评析》,载于《国际经济法论丛》(第 2 卷)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82 - 427 页。
引自 R. E. Hudec , The GA T T Legal System : A Diplomat’s J urisprudence , Journal of Worl d Trade , Vol. 4 , 1970 , p .
617.
战后多边贸易体制支柱的关贸总协定。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 ,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步入全球化的时代 ,随着各国经济相
互间依存关系的深化 ,一国在制定对外经济法律政策时 ,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将对其他相关国
家的经济产生影响。因此 ,各国在对外经济法律政策的选择上 ,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利害关系 ,
彼此间不得不进行协调 ,而且这种协调仅在双边层面上进行已远远不够 ,需要做出妥当的多边
安排 ,共同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才能有效地处理全球性的经济法律问题。
如所周知 ,在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领域 ,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 (第 8 回合)一次性达成
了 25 个多边协定。世贸组织成立后 ,多边谈判的领域更为拓宽 ,深度也不断加大。
在国际投资领域 ,20 世纪 90 年代 ,通过多边途径制定一部综合性国际投资法典的构想 ,
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经合组织从 1995 年开始《多边投资协定》(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 简称 MAI)的谈判 ,该项谈判虽于 1998 年 10 月失败 ,但发达国家仍意图“移
师”世贸组织 ,在新一轮回合 (千年回合)中重开 MAI 的谈判 ;与此同时 ,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
参与下 ,联合国贸发会议也展开了制订多边投资法律框架的努力。这些多边谈判意在打破以
双边投资条约作为跨国投资主要国际法律渊源的现有格局。










家 ,与发达国家相抗衡 ,争取在谈判中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当然 ,对于可能
开启的对自己不利的某些国际经济条约的谈判 (如世贸组织拟扩大的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措施
在内的新议题) ,我国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 ,坚决予以抵制。
然而 ,应当看到 ,多边谈判涉及的参与方数量多 ,如各方对议题存在严重分歧 ,则谈判的进
程将被延宕 ,且最终可能归于失败。因此 ,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多边谈判方式将“唯我独
尊”,完全排斥双边谈判的途径。即使在世贸组织这样一个多边论坛 ,双边谈判方式仍有用武
之地 ,在不少重要领域 ,传统关贸总协定“双边谈判 ,多边适用”的方法 ,继续得以沿用 ,并且有
所扩大。例如 ,一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 ,需要与有关成员方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这种谈判往
往以双边的方式展开 ,因双边谈判的对手只有一个 ,从技术上而言比较容易成功 ,一旦达成协
议 ,即可通过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将之“多边化”。中国“入世”谈判因循的就是这一程
式 ;〔8 〕又如 ,在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GA TS)项下 ,就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具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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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 参见罗昌发 :《国际贸易法》, (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版 ,第 120 - 121 页。
详见 M. Lang 等 , M ultilateral Tax Treaties : New Developments i n International Tax L aw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1998 , pp . 85 - 103.
参见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 (Overview) ,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 1998 , p . 8.
诺义务的谈判 ,也可采取双边途径 ,最后经由最惠国待遇原则 ,将双边谈判的成果扩大适用于
其他所有成员方。
对于某些艰难的谈判议题 ,一般难以一步到位 ,在世界各国间取得共识 ,求得妥协。于是 ,
便产生了所谓的“复边”(plurilateral ,又译“诸边”) 谈判方式 ,即先在部分利益相近的国家之间




group) ,相互协调立场 ,将若干工业品的关税削减至低水平 ,乃至零关税 ,然后进一步说服其他
发展中国家接受其减让方案 ;又如 ,在关贸总协定的东京回合 (第 7 回合) 中 ,就限制若干非关
税措施的谈判 ,为了强化大国决策的重要地位 ,在美国的策划下 ,最后制定了 9 个守则 ,供各缔
约方自由决定是否接受 ,而实际参加者多为发达国家 ;〔9 〕后经乌拉圭回合谈判 ,其中的 5 个
守则现已“升格”为多边货物贸易协定 ,但仍有民用航空器贸易、政府采购、奶制品及牛肉等四






　　以往 ,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活动 ,如贸易、投资、金融及技术转让等 ,虽有联系 ,但尚未达到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密切程度 ;相应地 ,各项国际经济条约的谈判通常是各行其是 ,分开进
行的 ,亦即“分项”(sector)谈判法为缔结有关国际经济条约的主要方式。
对于不同领域的各项国际经济条约 ,一般采取分别谈判、各国自愿参加的方式。1944 年 7
月 ,在金融领域 ,“布雷顿森林会议”首先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
定》;在贸易领域 ,各国又于 1945 年 11 月启动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哈瓦那宪章》)的谈判。
这项谈判后虽夭折 ,但从中暂时剥离 ,单独谈判达成的关贸总协定 ,则从 1948 年 1 月开始“临
时适用”,并经数度修改 ,一直沿续至今 ;二战之后 ,在国际投资领域 ,一些国家政府、国际组织、
民间机构及个人也不断致力于国际投资法典的谈判和制定工作。
同样 ,对于相同领域的各项国际经济条约 ,也多采用分议题谈判的方式。如前所述 ,东京
回合达成的有关规制非关税壁垒的 9 个守则 ,便由各缔约方自愿选择参加 ,缘此 ,人称关贸总
协定成了一份可供“挑选”(pick and choose)的“菜单”(a la carte) 。〔10〕
晚近 ,与时俱来的经济一体化浪潮 ,不但意味着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块状”融合 ,而且
不断推动各领域国际经济活动的“条形”整合 ;反映在国际经济法律渊源上 ,首先出现了各国国




〔10〕 参见杰克逊等 ,注[ 5 ]引书 ,第 302 页。
这些守则涉及技术壁垒、政府采购、反补贴、牛肉、奶制品、海关估价、进口许可证手续、民用航空器贸易、反倾销等领
域。
融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国际经济条约 ,相互交融 ,联系程度空前紧密 ;换言之 ,各国需要在
综合平衡多领域、多方面利益的基础上 ,彼此妥协 ,以求建立比较完整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
于是 ,“一揽子”(a single package or single undertaking)协议方式便应运而生。所谓的“一揽子”
协议 ,是指缔约各方就多个领域、多种议题展开谈判 ,并应同时全盘接受谈判达成的所有协议 ,
不能只挑选接受其中的部分协议而拒受其他协议。乌拉圭回合首开这种谈判方式之先例。




约 ,包括 60 年代以来签定的众多双边投资条约和 1965 年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
公约》(《华盛顿公约》) 、1985 年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汉城公约》) 等单项多边投资条
约 ,基本上只涉及投资保护问题 ;乌拉圭回合虽将投资管制问题纳入了谈判的范围 ,但仍只限
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这一狭小议题。而其后经合组织有关 MAI 的谈判 ,几乎涵盖了所有
的投资保护 (投资待遇 ;征收、汇兑及战乱等政治风险保证和投资争端解决) 和投资管制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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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 The WTO Secretariat , Gui de to the U ruguay Round A greements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Foreword , 1999.
详见拙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利益分析和法律性质》,《中国法学》1999 年第 5 期 ,第 113 - 116 页。
判议程。总体而言 ,开启这些议题的谈判大门 ,对发展中国家可谓弊大利小 ,〔13〕假如在世贸
组织之外分别组织各议题的谈判 ,必遭发展中国家抵制。而只要引入“一揽子”协议方式 ,发达
国家便可舍贸易领域的某些利益为对价 ,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让步 ,以同意在世贸组织内接受
这些新议题 ;待这些议题“登堂入室”之后 ,再谋求在后续谈判中扩大“战果”。例如 ,对于投资
议题的谈判 ,发达国家就充分运用了这一谈判策略 ;申言之 ,在乌拉圭回合中 ,发达国家开始力
争将这一议题纳入谈判的范围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
议》( TRIMs 协议) ,以便取消那些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然而 ,在发达国家
看来 ,该协议在实现投资自由化的深度和广度上 ,还远未尽如人意 ,于是 ,它们利用 TRIMs 协
议实施 5 年期满的评审机会 ,从投资与贸易有着广泛联系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主张 ,在世贸组
织新一轮回合的谈判中 ,对国际投资法律问题展开全方位的谈判。对于发达国家利用“一揽





措施 ,如要求借款国维护社会公平、保持政治稳定 (包括清除腐败) 、尊重人权、改善立法和司法
等作为贷款条件 ,“搭售”给这些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14〕
再次 ,采取“一揽子”协议方式 ,可使谈判成果通过尽可能的交叉赢得多数参与方的支持 ,
即谈判各方可以一些领域的妥协换取对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15〕例如 ,在乌拉圭回合中 ,发
达国家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以及清除投资措施等议题 ,有着浓厚的
兴趣 ;而在这些领域 ,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少有利益 ;反之 ,对于纺织品和农产品贸易 ,发展中国
家较之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假如就各项议题采取“分项”谈判的方式 ,因双方利益
存在严重分歧 ,恐难有成效 ;只有通过“一揽子”协议 ,以“交易”的方式 ,方能使各方接受在“分
项”谈判方式下本来不愿接受的协议成果。〔16〕
最后 ,在世贸组织体制的框架内 ,通过“一揽子”谈判法达成多领域的协议 ,还有利于实现







〔16〕 参见 P. Demaret , The Metamorphoses of the GA T T : f rom the Havana Charter to the Worl d Trade Organization ,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 Vol. 34 , 1995 , pp . 133 - 134.
详见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 :《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中译版 ,第 50 - 59 页。作者采取博弈论分析了多边贸易谈判中议题挂钩的成败与得失。
参见杨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性”法律问题分析》,载于《国际经济法论丛》(第 1 卷) ,法律出版社 1998 年
版 ,第 356 - 357 页 ;另见拙文 ,同上 ,第 116 - 117 页。
就这些与贸易有关的议题的谈判 ,其中 ,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 ,意味着发达国家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最为有利的投资
场所。无可否认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吸收更多的外资。然而 ,急速的和高度的投资自由化将会严
重削弱发展中国家调控外资的能力 ;提高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 ,固然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技术 ,但发展中国家也将因此失去许多廉价仿制外国技术的机会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提高劳工标准 ,诚然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和改善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因均需大量投资 ,将带来发展中国家产品成本的高涨 ,从而严重地影响其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困化 ;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政策 ,将有利于发达国家产品进入发展
中国家市场。不过 ,与此同时 ,发展中国家对本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采取的扶持政策也将受到严重限制 ;清除商业
腐败 (如贿赂) ,将为外国产品提供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准入机会 ,但发展中国家也不无忧虑 ,发达国家将藉此干
涉其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内部事务。
国家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著作权等数量有限 ,发达国家如采取“同态复仇”的方式 ,对这些





全部接受形成的协议 ,谈判才告终结 ,这样将会拉长谈判的进程 ;相反 ,在“分项”谈判方式下 ,
可以采取“先易后难 ,各个击破”的战术 ,就一些容易谈判的议题先达成协议。故此 ,在实践中 ,
各谈判方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 ,主张选择“分项”谈判方式或“一揽子”协议方式。例如 ,就服务
贸易的谈判 ,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后 ,发达国家挟其优势 ,一改过去在乌拉圭回合中坚持的“一揽
子”协议方式 ,力主“分项”谈判法 ,并在金融服务、基础电信、信息技术等领域 ,推动相关协议的
达成 ;而在海运等对自己相对不利的领域 ,发达国家则不愿做出让步 ,致使谈判迄无成果。为





圭回合中曾主倡“一揽子”协议方式 ,但时过境迁 ,此次却凭其雄厚的谈判实力 ,在支持以广泛
的议题展开多边谈判的同时 ,偏好“分项”谈判方式 ,认为“一揽子”谈判法将不必要地拖延达成
协议的时间 ;作为一种折衷方案 ,加拿大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谈判方式 ———“构组”(clustering) 谈







正因如此 ,晚近 ,国际经济条约多把促进经济自由化作为基本目标 ,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可能
一蹴而就。因对自由化进程安排有异 ,各国际经济条约的谈判方式就此也将呈现出多样化的
趋势。
其一是“自下而上”(bottom - up) 谈判方式的采用。在这种谈判方式下 ,允许各缔约国对
国际经济条约进行宽泛的保留 ,形成一个较低起点的标准 ,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谈判 ,逐
步提高自由化水平。在服务贸易领域 ,世贸组织所使用的即属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谈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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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详见薛荣久 :《新贸易课题———世贸组织新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议题与前景》,《国际贸易》1999 年第 7 期 ,第 5 - 6 页。
参见 M. Mashayekhi & M. Gibbs , Lessons f rom the U ruguay Round Negotiations on Invest ment , Journal of World
Trade , Vol. 33 , 1999 , p . 19 ; A·Kawamoto , Regulatory Reform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Agenda , Journal of




度势 ,在起始阶段 ,世贸组织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定调太高”,否则 ,只会“曲高和寡”,导
致发展中国家抵制该领域的谈判。就此 ,乌拉圭回合引入了“自下而上”的谈判方式 ,其达成的
GA TS 将成员方的义务分为两类 :一类是“一般义务”,即所有成员方均应承担的相对比较容易
履行的义务 ,如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及例外条款等 ;另一类是“具体承诺义务”,构成服
务贸易自由化的核心部分 ,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方面内容。但是 ,每一成员方只在
各自提交的“承诺表”(作为 GA TS 附件) 划定的范围内承担上述两项义务 ;详言之 ,承诺表将
列出成员方同意开放的服务部门 ,其他部门则暂不承担自由化义务 ;即便在承诺开放的服务部
门 ,成员方仍有权对这两项义务的履行设置条件或进行限制。可见 , GA TS 项下的具体承诺义
务是一种非统一的、低水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义务。〔19〕这种承认各国差异 ,并削低“门槛”的
做法 ,使得 GA TS 易为各成员方所普遍接受。但此举并非一种永久性的安排 ,在世贸组织成
立之后 ,各成员方仍有义务通过双方或多边谈判 ,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各种限制性措施 ,以不断
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水平。
其二是“自上而下”(top - down)谈判方式的采用。在这种方式下 ,先在国际经济条约中设
定高层次的自由化标准 ,再允许缔约国经谈判对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作有限的保留 ,且缔约国应
承诺逐步取消这些作为例外情形的限制性措施。在 MAI 的谈判过程中 ,经合组织“大胆”引入
了“自上而下”的谈判方式。从 MAI 的草案来看 ,其在投资自由化的领域和高度上 ,较之现行
的双边投资条约 ,都有质的飞跃 :对受保护的投资及投资者作了宽泛的定义 ,如包括各种形式
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在投资待遇方面 ,如规定国民待遇原则既适用于外资经营阶段 ,也适
用于外资准入阶段 ;采用了高标准的投资保护制度 ,如要求对征收和国有化实行“充分、及时、
有效”(赫尔公式)的补偿 ;对于市场准入 ,主张取消各种业绩要求 ,限用投资激励措施 ,实行主
要人员的自由流动 ,以及确立私有化、垄断、国家企业和特许权方面的公平竞争规则等 ;就投资
争端的解决 ,赋予外国投资者最终选择国际仲裁的权利 ,等等。〔20〕为确立高标准的投资自由
化义务 ,MAI 本意要对缔约国的保留限制有加 ,就其中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
义务 ,缔约国可开列清单附于协议之后 ,给出拟予以保留的若干投资措施和投资部门 ;清单之
外的投资部门 ,均应无条件地实行自由化。但无论如何 ,各缔约国不得对征收、一般待遇标准
和取消业绩要求等条款提出保留 ;而且 ,对于缔约时所作的保留 ,各国应做出逐步予以取消的
安排。








〔21〕 参见 J . H. Jakson , The Worl d Tradi ng System , 2nd ed. , The MIT Press , 1997 , p . 308.
详见赵宏 :《略论〈多边投资协议〉》,载于《国际经济法论丛》(第 2 卷)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63 - 293 页 ;陈辉
萍 :《论多边投资法律框架发展新动向》(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 99 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 2 - 8 章。
例如 ,在乌拉圭回合达成 GATS 之时 ,发达国家承诺开放的服务门类不过半数左右 ;至于发展中国家 ,约有 1/ 4 成员
方在承诺表中只承诺开放 3 %的服务门类。参见赵维田 :《世贸组织 ( WTO) 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版 ,第 368 页。
无二致 ,同属一个动态的过程 ,但二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就推行自由化的“起势”而言 ,“自下
而上”是一个从低水平到高标准的谈判过程 ,而“自上而下”谈判方式本身以高标准为起点 ,只
是允许缔约方暂作有限的偏离而已 ;就自由化的“进程”而言 ,“自下而上”是一种“渐成”的谈判
方式 ,比较务实 ;而“自上而下”则是一种“速成法”,在实践中 ,往往欲速而不达 ,致使谈判失败。
GA TS 和 MAI 可谓这两种谈判方式获得成功与遭致失败的例证。然而 ,“自下而上”和“自上
而下”两种谈判方式的区别并非绝对。在后一种方式下 ,虽有名义上的高标准条约义务 ,但如
果允许每一缔约国对各部门都享有保留的权利 ,或保留的范围过于广泛且含糊不清 ,那么 ,缔
约国实际承担的仍将是低水平的自由化义务 ,这就造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
的混同。〔22〕例如 ,在 MAI 的谈判过程中 ,为了抵消高标准自由化带来的沉重负担 ,各谈判国主
要是发达国家提出的保留就达近千项 ,而且所作的保留多带有预设性 ,即为本国以后采取相关




施 ,最终实现高度自由化为相关国际经济条约的既定目标。为此 ,在实践中 ,这两种谈判方式
一般与“逐步回归”(rollback)方法并用。所谓的“逐步回归”方法 ,是指缔约国在提出保留的同
时 ,承诺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减少直至消除所保留的反自由化措施 ,使其最终回归条约原定的标
准义务。归依的途径包括 : (1) 缔约方按确定的时间表逐项取消保留的措施 (定期淘汰法 ,
phase - out)或在过渡期届满时使有关保留自动失效 (落日条款 ,sunset clause) ; (2) 对缔约国保
留的措施进行定期审查 ,以便消除或限制其中某些措施的适用 ; (3) 通过后续谈判逐步清理缔
约国保留的措施 ,等等。承上例 , GA TS 明确规定各成员方应承担“逐步自由化”的义务 ;〔24〕
MAI 草案更是要求未来的缔约方通过各种途径 ,逐步消除其在附录清单中保留的例外措
施。〔25〕
无疑 ,对于那些无法回避的国际经济自由化谈判议题 ,发展中国家应量力而行 ,力主“自下
而上”的谈判方式 ,并争取放慢“逐步回归”的步伐 ,从而给自己留足沉着应对的时间和空间。
国际经济条约采取的保留形式通常有二 :〔26〕一是“封闭式保留”(closed reservations) ,又
称 A 型保留。此类保留允许缔约方继续实行与条约义务相冲突的现行国内法律 ,但禁止该缔
约方进一步扩大保留的范围和程度 ,如关贸总协定的“祖父条款”即为 A 型保留 ;二是“开放式
保留”(open - ended reservations) ,亦称 B 型保留。此类保留既允许缔约方对本国现行有关法
律实行保护 ,也不禁止缔约方日后通过新的法律或强化现有法律 ,即继续加大保留的力度。例
如 ,1965 年世界银行主持签订的《华盛顿公约》对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CSID)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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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这种分类法参见 L . Wallach , For the M ultilateral A greement on Invest ment , The N GO Pocker Trade Lawyer , Feb. 25 ,
1998 ,陈辉萍 ,前引注[ 20 ]博士学位论文 ,第 32 页。
参见 Commentary to the MAI Negotiating Text , Chapter IX , Rollback.
GATS 第 19 条第 1 款规定 :“为实现本协定目标 ,自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之日起不迟于五年内 ,所有成员方应就旨
在使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达到较高水平进行连续多轮谈判 ,并在以后定期举行 ,此类谈判应以减少或取消对服务贸
易有不利影响的各种措施为目标 ,以期达到有效地开放市场的结果。⋯⋯”
P. Ford , A Pact to Gui de Global Investi ng Promises Jobs ———but at W hat Cost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Interna2
tional , Feb. 25 , 1998 , at http : / / www. csmonitor. com.
参见 Y. Kodama , The M ultilateral A greement on Invest ment and Its Legal I m plications f or New ly Indust rialisi ng E2
conomies , Journal of World Trade , Vol. 32 , 1998 , pp . 28 - 29.
的争议范围 ,就允许各缔约国进行 B 型保留。〔27〕
无疑 ,B 型保留实际上赋予各缔约方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低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权利。
然而 ,对这种保留方式的使用 ,晚近签订的国际经济条约均严加控制 ,否则 ,就有可能导致缔约
方在实现自由化过程中“开倒车”现象的发生。例如 ,MAI 的谈判方曾就该协议是否采用 B 型
保留有过很大的争议 ;不过 ,即使允许 ,也仅限于个别领域 ,则为谈判各方的共识 ;又如 ,在
GA TS 项下 ,成员方虽有权修改承诺表 ,包括撤回某些具体承诺 (即扩大保留) ,但利益受影响
的其他成员方仍有权提出补偿的谈判要求。〔28〕
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谈判方式下 ,普遍采用的是更为严格的 A 型保留制度。例
如 ,MAI 的谈判引入了所谓的“锁定”( standstill) 原则 ,从而将 A 型保留的“冻结”特性更加具
体化。该原则要求 : (1)缔约方应在协议附件中列明全部保留的措施 ; (2)应明确界定保留措施
的性质和范围 ,以免提出的保留带有预设性 ; (3) 禁止采用新的保留措施 ; (4) 修改现行的保留
措施不得更加背离协议设定的标准义务 ,〔29〕等等。值得注意的是 ,“锁定”原则加“逐步回归”
方法就会产生所谓的“棘轮效应”( ratchet effect) ,即每一次取消保留的措施之后 ,一概不得恢
复 ,并应成为下次“逐步回归”的起点 ,如此“只进不退”,从而使缔约国踏上自由化的不归路 ,步
步向条约确定的标准水平靠拢。
综上所述 ,世界经济的发展 ,要求各国通过缔结大量的国际经济条约建立相应的国际经济
法律秩序 ;相应地 ,也带来了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无疑 ,谈判方式不单纯是一个技
术问题 ,实际上属于国际经济立法方式的范畴 ,它对国际经济条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甚至
成为谈判各方能否达成妥协的关键因素之一。〔30〕首先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应更多地从多
边的角度处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 ,从而导致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多边化 ,辅之以传统的双
边及复边谈判方式 ,有助于构筑稳定的、标准统一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其次 ,经济一体化使得
各国更加追求多领域国际权利义务的平衡 ,从而在原有的“分项”谈判法之外 ,衍生出“一揽子”
协议及“构组”等新的谈判方式。这些谈判方式的引入有助于形成系统的、内联紧密的国际经
济法律体制 ;再次 ,经济自由化是晚近各国缔结国际经济条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然而 ,这
一基本目标的实现 ,需要一个过程 ,从而促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等谈判方式的产生 ,并
推动条约保留制度的发展 ,最终有助于建立明确的、纲纪严明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总之 ,国
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 ,将推动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制化进程。随着国际经济谈判方式的








〔30〕 同前引注[ 15 ] ,第 58 页。
参见 Commentary to the MAI Negotiating Text , Chapter IX , Standstill.
参见 GATS 第 21 条。
《华盛顿公约》第 25 条第 4 款规定 :“任何缔约国可以在批准、接受或认可本公约时 ,或在此后任何时候 ,把它将考虑
或不考虑提交给中心管辖的一类或几类争端通知中心。⋯⋯”
